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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高声誉的负面效应的心理学机制* 

孙涂蔚  骆南峰  石  伟  李弘扬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企业高声誉通常被视为企业的无形资产, 可以给企业带来诸多竞争优势。然而, 无论是在常规情景

(企业正常经营)下, 还是在危机情景(爆发妨碍企业正常运营并可能伤害企业的事件后)下, 企业高声誉都可能

对企业和员工产生负面影响。高声誉的负面效应源于企业声誉的微观心理基础, 即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和

情绪。其中, 在常规情景下, 高声誉通过认知和情绪机制分别对企业和员工产生负面效应; 在危机情景下, 高
声誉主要通过认知机制恶化危机给企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高声誉的负面效应受到个人、组织和市场等多层

次因素的调节, 且常规和危机情景之下负面效应的边界条件有所不同。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挖掘高声誉各维

度在常规和危机情景下负面影响的独特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 研究各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 拓展高声誉对企

业员工的负面影响, 探究高声誉负面影响的动态变化, 以及开展有关高声誉负面效应的元分析。 
关键词  企业声誉; 负面影响; 微观基础; 内在机制 
分类号  B849: C93 

1  引言 

企业声誉作为企业的认知代表, 其实质是企

业利益相关者相关认知和判断的聚合 (Fombrun, 
1996; Mishina, Block, & Mannor, 2012)。利益相关

者是指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 或能够被企业目

标实现的过程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 , 例如员

工、消费者、社区成员等(Freeman, 2010)。基于

对企业的历史行为的观察和未来活动的预测, 这
些个体和群体所积累的相关认知和判断的聚合 , 
造就了企业声誉。 

当企业声誉高于一定水平时, 它通常被视为

企业的无形资产 , 为企业带来诸多竞争优势

(Lange, Lee, & Dai, 2011)。例如, 研究发现高声誉

企业更容易获取所需的资源(Fombrun, 1996), 取
得更持久的高财务绩效(Ang & Wight, 2009), 获
得更高的价格溢价(Rindova, Williamson, Petkova, 
& Sever, 2005)。对于企业员工, 学者们发现企业

高声誉可以对员工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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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加强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Kang & Bartlett, 
2013), 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Carmeli, Gilat, & 
Waldman, 2007)等。除了在企业正常经营运作的常

规情景(Parker, Krause, & Devers, 2019)之外, 研
究也发现, 在爆发妨碍企业正常运营, 并可能对

企业造成伤害的危机后(Bundy & Pfarrer, 2015), 
例如产品召回、财务造假等, 企业高声誉也会产

生积极的作用。在危机情景下, 企业高声誉作为

企业的“善意蓄水池(reservoir of goodwill)”会使得

企业享有来自利益相关者“疑罪从无(the benefit of 
doubt)”的优待(Coombs & Holladay, 2006; Love & 
Kraatz, 2009)。例如郑海东、赵丹丹、张音和陈义

航(2017)基于 4 起企业危机事件的研究发现企业

原先的高声誉将会强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正面

态度。 
然而, 一些学者认为企业高声誉其实是企业

的一把双刃剑, 并且在近年来开始挖掘企业高声

誉的负面效应(Bundy, Pfarrer, Short, & Coombs, 
2017; Lange et al., 2011; 王晓玉, 2010)。例如, 
Rhee 和 Huanschild (2006)发现企业发生产品质量

与安全问题以后, 由于该危机违反了利益相关者

对高声誉企业的高期望, 高声誉企业进行产品召

回后会招致更严重的市场惩罚。Baer, Bu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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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ud 和 Kim (2018)发现为了维持利益相关者对

高声誉企业的期望, 企业员工将会投入更多的时

间到工作上, 从而产生情绪耗竭。Mishina, Dykes, 
Block 和 Pollock (2010)则认为高声誉企业的管理

者往往由于自负(hubris)而使企业卷入违法行为。 
尽管这些研究证明了高声誉存在负面效应 , 

然而, 一些关键的问题仍有待回答：为何企业高

声誉会存在负面效应？在常规和危机这两类情境

之下, 其负面效应是否会有不同的机制和边界条

件？以往的研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 但都基

于企业声誉的微观基础, 即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和

情绪, 探索了高声誉的负面效应。因此, 我们对这

些问题的回答, 依赖于对企业声誉概念的微观基

础的解析, 以及对其微观基础和作用机制的逻辑

联系的澄清。我们将通过全面梳理截至 2019 年 8
月的 36 篇相关文章回答以上的问题, 并为企业高

声誉负面效应的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建议。此外 , 
由于品牌资产是企业消费者关于品牌的知识和态

度的聚合(Brady, Cronin, Fox, & Roehm, 2008), 已
有研究在论述高品牌资产的负面影响时所采用的

定义和作用机制与企业声誉研究有所重叠 (e.g., 
王晓玉, 2011)。因此, 我们的综述遵循以往研究的

做法(王晓玉, 2010), 包含了品牌资产领域的相关

文献, 这使得分散的不同研究领域相互联系起来, 
为之后的研究夯实了基础。  

本文还有一大重要的理论贡献。目前学界逐

渐兴起从微观的角度来探索战略管理领域的问题

的浪潮(Bitektine, 2011; Bitektine & Haack, 2015; 
Felin, Foss, & Ployhart, 2015)。企业声誉作为战略

管理领域一直以来的焦点, 有着其独特的微观基

础, 成为了关联两个领域的连接点。本文对企业

声誉微观基础的剖析和其负面效应作用机制的解

析, 为这一研究趋势提供了研究基础。 

2  企业高声誉的概念 

作为利益相关者认知和判断的聚合, 企业声

誉根植于个体对企业历史行为的认知和评价, 并
且会随着相关信息的更新换代而重新进行构建

(Mishina et al., 2012)。学术界关于企业声誉的具

体内涵的探讨历时已久(e.g., Love & Kraatz, 2009; 
Rindova, Petkova, & Kotha, 2007; Rindova et al., 
2005), 至今也尚未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统一的定

义(Lange et al., 2011)。不同的学者在采用“企业声

誉”这一概念时, 可能有着不同的内涵。基于此, 
学界目前通常认为企业声誉是一个多维构念, 出
现同样的概念却内涵不一这样现象的原因是其所

含维度有所不同。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 Lange 等人(2011)的三维

模型是集大成者 (e.g., Wei, Ouyang, & Chen, 
2017)。他们的模型包含三个维度：知名度、因某

些属性而知名和美誉度。我们将会依据这三个维

度, 剖析企业声誉的心理学基础。 
首先 , 知名度 (being known / prominence / 

familiarity)代表了来自利益相关者不带有评价色

彩的认知和关注(Lange et al., 2011)。认知度越高

的企业, 在个体认知中相较于其他企业更为突显

(Pfarrer, Pollock, & Rindova, 2010; Rindova et al., 
2005; Zavyalova, Pfarrer, Reger, & Hubbard, 2016), 
这种突显性(salience)则吸引了来自大众和媒体的

瞩目(Fiske & Taylor, 2013)。其次, 因某些属性而

知名(being known for something)这一维度, 包含

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满足自身所处群体的需求的

评价和期望 , 例如拥有高质量的产品 (Rhee & 
Haunschild, 2006)。当这一维度处于高水平时, 利
益相关者对于企业满足其特定期望的能力的评价

也会更高(Love & Kraatz, 2009; Mishina et al., 
2012; Sohn & Lariscy, 2015)。由于企业满足不同

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期望的能力是不同的, 不同的

群体对于该企业声誉的感知也会产生差异(Lange 
et al., 2011)。 后, 美誉度(generalized favorability)
代表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带有感情色彩的整体

评价(Lange et al., 2011)。该维度拥有着比较的本

质, 美誉度高则强调相较于其他企业, 该企业整

体 上 使 人 感 觉 更 好 (Fischer & Reuber, 2007; 
Fombrun, 1996)。基于企业的历史行为, 利益相关

者认为高美誉度企业拥有着一些拟人化的特质 , 
例如值得信任、可靠等(Lange et al., 2011)。 

通过不同维度的内涵, 我们可以发现, 当企

业声誉处于高水平时, 知名度的核心在于带来了

利益相关者认知上的突显性, 因某些属性而知名

的核心在于来自利益相关者的高期望, 而美誉度

的核心则在于带有积极感情色彩的整体评价。这

些不同的核心内涵, 自然会与不同的作用机制相

联系。例如, 知名度高的企业处于媒体和大众的

密切关注之下, 使得企业无论何种行为都受到严

格的审视。因某些属性而知名水平高的企业,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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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利益相关者高期望, 在做出决策时将会产生偏

差。根据美誉度的核心内涵, 我们预期美誉度有

着独特的情绪机制。 
尽管从概念上来看, 不同的维度应该与不同

的作用机制相联系, 但已有文献的情况却并非是

这样一一对应的关系, 而是呈现出更复杂和混淆

的情况。首先, 已有研究并没有对美誉度独特的

情绪机制展开探索, 而是让美誉度和因某些属性

而知名这两个维度共享同样的作用机制。由于美

誉度与一些拟人化的特征(如可靠、值得信任)相联

系, 就如同观察者总是希望目标个体的行为倾向

和行事动机能保持和其历史行为一致以维持自己

对目标的印象(e.g., Miller & Effron, 2010), 利益相

关者个体也希望企业行为倾向和行事动机与历史

活动保持一致(Mishina et al., 2012)。因此, 美誉度

这一维度的内涵中包含着利益相关者希望企业保

持行为和动机与其历史活动一致的期望(Mishina 
et al., 2012)。因某些属性而知名这一维度则代表

满足利益相关者群体特定需求的期望(Lange et al., 
2011), 因此已有研究对于这两个维度的作用机制

并没有加以区分, 而是都以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为

基础来进行解释 , 例如危机发生后的期望违背

(e.g., Wei et al., 2017)。换言之, 目前的研究往往

忽略美誉度内涵中独特的情感特征, 仅是将其等

同于对企业保持行为和动机一致性的期望。 
其次, 已有研究对于不同维度的关系的处理

并不一致。除却将知名度作为企业声誉的一个维

度之外, 有些把知名度单独作为一个变量, 与内

涵为美誉度或者因某些属性而知名的“企业声誉”
相并列(e.g., Mishina et al., 2010)。有些则尽管以

美誉度或者因某些属性而知名作为企业声誉的内

涵, 却在理论上论述企业声誉因为其认知突显性

而招致了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密切关注(e.g., Rhee 
& Haunschild, 2006)。也就是说, 一些学者认为知

名度是美誉度或因某些属性而知名这两个维度的

隐含前提。 
这些问题的出现, 都是由于对企业声誉的概

念界定不清晰所导致。为了减少以上问题的干扰, 
我们依照 Lange 等人(2011)将企业声誉看作是一

个三维度的构念。当企业声誉处于高水平时, 其
三个维度也均处于高水平。此外, 由于已有研究

通常让美誉度和因某些属性而知名共享同样的认

知机制, 我们在后文的具体论述和构建模型中并

没有对这两个维度进行区分。 

3  企业声誉的负面效应 

以往被视为企业无形资产的企业声誉, 在近

些年来逐渐被发现其实是企业的一把双刃剑。继

学者发现企业声誉存在负面效应之后(Brady et al., 
2008; Brooks, Highhouse, Russell, & Mohr, 2003; 
Dean, 2004; Grégoire & Fisher, 2008; Pfarrer, Decelles, 
Smith, & Taylor, 2008; Rhee & Haunschild, 2006; 
Roehm & Brady, 2007), 自 2009 年起, 关于其机

制和边界条件的研究井喷式上升。在我们所综述

的 36 篇文章中, 有 29 篇发表于 2009 年之后。 
本文在接下来将会结合已有研究, 分析和探

讨企业高声誉产生负面效应的作用机制。必须指

出的是, 高声誉不仅在常规情景下直接对企业产

生负面影响, 在危机情景下也会恶化危机所带来

的负面影响。例如, 在常规情景下, 高声誉会限制

管理层的目标及行为的自由度, 同时将会使得企

业更容易卷入违法行为中, 招致更多的成本和资

源投入, 使得员工更容易产生情绪耗竭, 进而展

示出反生产行为。在危机情景下, 高声誉使得企

业的价值、产品销量、市场份额的下跌更加剧烈, 
承担更多的因果和道德责任, 更难以修复和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使得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评

价、态度、支持行为等下降更加强烈, 并展示出

更强的报复意愿。 
3.1  常规情景下的负面效应 
3.1.1  负面效应的作用机制 

(1) 认知机制。过去对于高声誉负面效应的探

究大多基于认知学的视角, 而且在对企业声誉进

行定义时, 往往采用美誉度或因某些属性而知名

这两个维度, 即强调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高期望。 
首先, 为了维持高声誉, 企业需要投入大量

资源。为了维持企业的高声誉, 企业需要持续地

满足利益相关者期望。这些期望并非固定不变 , 
而是不断提升的 (Mishina et al., 2010; Petkova, 
Wadhwa, Yao, & Jain, 2014)。因此, 企业必须不仅

仅是维持目前的状态, 而是不断进步去满足利益

相关者提升的期望, 否则企业就会面临损失的威

胁。已有研究发现, 高声誉企业更难以维持其声

誉, 也更容易失去其良好声誉(Zavyalova, Pfarrer, 
& Reger, 2017)。维持高声誉给企业带来的巨大压

力与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的动机, 都使得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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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自身的高声誉投入更多的资源 (Pfarrer  
et al., 2010)。 

维持高声誉所带来的压力也会影响高管的决

策。一方面, 在与企业关联的经营领域, 为了维持

利益相关者的高期望, 管理层不愿意在这些领域

犯错, 高声誉反而限制企业管理层目标和行为的

自由度 (Parker et al., 2019; Waldron, Navis, & 
Fisher, 2013)。另一方面, 在与企业无关联的经营

领域 , 为了满足利益相关者不断提升的高期望 , 
管理层更倾向于在这些领域采取风险决策以获取

更大的回报 , 例如进行更多非关联领域的收购

(Haleblian, Pfarrer, & Kiley, 2017), 或者对新兴领

域进行风险投资(Petkova et al., 2014)。由于企业对

于非关联领域和新兴领域并未有着充分的信息来

做出高质量的决策, 这样的风险决策带来了更大

的失败的可能性(Haleblian et al., 2017; Petkova et al., 
2014)。 

其次, 企业管理者也会由于高声誉而产生的

自负在做出决策判断时产生认知偏差, 进而做出

违法行为。高声誉的建立依赖于企业长期满足利

益相关者各种期望的成功(Lange et al., 2011)。这

种长期的成功导致企业的管理者变得自负, 坚信

自己不会犯错, 因此忽视错误的决策可能会给自

身和企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自负地认为自己的

行为可以凌驾在管理部门和公众的监管之上, 进
而更有可能采取违法行为(Mishina et al., 2010)。 

第三, 知名度会加剧其他两个维度基于高期

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利益相关者会对于高声誉

企业有着更高的期望, 而高知名度则会招致利益

相关者更严密的关注(Brooks et al., 2003)。因此, 
一旦高声誉企业无法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 这
些严密的关注就会使得企业的失败更加引人注目, 
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正因如此, 高声誉企业更容

易做出违法行为来获取巨额回报 , 以避免失败

(Mishina et al., 2010)。 
(2) 情绪机制。除了企业层面的研究, 目前已

有研究开始探讨 , 企业声誉对于员工的负面影

响。这里所谈的情绪机制是指通过影响员工的情

绪状态而产生负面影响, 而并非是由于企业声誉

的美誉度这个维度所蕴含的情感内涵带来的负面

影响。因此, 仅有的研究(Baer et al., 2018)尽管采

用了美誉度作为企业声誉的核心内涵, 但强调的

仍然是美誉度所带来的利益相关者的高期望。依

据资源保存理论, 资源的损耗将会增加个体的压

力(Hobfoll, 2001)。企业为了维持企业的高声誉, 
会对员工有着更高的期望(如绩效要求), 因此企

业员工必须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到工作之中, 进
而导致压力的增加, 终导致员工的情绪耗竭。

例如, Baer 等人(2018)发现为了应对高声誉企业

的高要求, 员工投入大量时间到工作后会带来情

绪耗竭, 进而导致员工展示出更多的反生产行为

和更少的组织公民行为。 
3.1.2  负面效应的边界条件 

(1) 行业特征。企业并非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

存在于一个大的行业之内。行业整体的声誉对于

该行业企业而言是公共的无形资产(Yue & Ingram, 
2012)。因此, 行业整体的声誉会影响到单个企业

声誉负面作用的发挥。当整个行业都享有较高声

誉时, 利益相关者个体对于单个企业会有着更高

的期望。也就是说, 利益相关者对于高声誉企业

的高期望将会因为行业声誉而加剧, 进而导致企

业 更 难 以 去 实 现 这 些 被 再 度 提 升 的 高 期 望

(Tetrault Sirsly & Lvina, 2019)。 
(2) 决策对象特征。企业做出投资决策的时

候, 投资对象所在领域的特点将会影响到企业高

声誉的负面作用发挥。研究发现, 投资领域合法

性越弱, 信息不对称性越强, 企业的投资就需要

承担更多的风险(DiMaggio & Powell, 1983)。当企

业为了维持利益相关者的高期望而进行风险投资

的时候, 这个投资领域的合法性将会影响到企业

进行风险投资的可能性。新兴领域的合法性越高, 
企业的投资风险越低, 高声誉企业就越有可能对

该领域进行风险投资(Petkova et al., 2014)。 
我们结合前文的论述, 提出以下的整合模型

(见图 1)。 
3.2  危机情景下的恶化作用 

在危机情景下, 主流研究认为企业声誉将会

起到保护企业的作用 ,  减缓来自危机的冲击

(Haas-Kotzegger & Schlegelmilch, 2013; Zavyalova, 
Pfarrer, Reger, & Shapiro, 2012)。然而, 越来越多

的研究证实, 高声誉在危机情景下可能会恶化危

机的负面影响 ,  威胁到企业的生死存亡 ( e . g . , 
Lange & Washburn, 2012; Rhee & Haunschild, 
2006)。这种矛盾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企业高声誉的

作用可能受到某些边界条件的制约, 促使学者们

对此进一步进行探讨 (e .g. ,  Wei et  al .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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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常规情景下企业声誉的负面影响 
 

Zavyalova et al., 2016)。接下来, 我们将会解析危

机情景下高声誉恶化作用的作用机制, 及其相应

的边界条件。 
3.2.1  恶化作用的作用机制 

关于危机情景下的恶化作用, 目前研究聚焦

于认知机制上。根据以往文献, 我们梳理出以下

的作用机制： 
(1) 高声誉的高知名度让企业在个体认知上

享有突显性 , 使得企业更容易被视为危机的根

源。根据归因理论的相关研究, 在危机情景下, 个
体认知里 突显的因素 容易被视为危机的根源

(Fiske & Taylor, 2013)。因此, 在危机事件爆发后, 
尽管因果联系的相关信息并不明确, 利益相关者

个体也更容易认为高知名度的企业需要承担危机

的因果责任并受到道德的谴责(Lange & Washburn, 
2012)。类似地, 我们认为当群体性的危机事件爆

发后, 尽管有多个涉事企业, 利益相关者个体也

认为知名度高的企业更可能是事件的起因, 需要

为该事件承担主要责任。此外, 这种突显性也导

致危机相关的负面信息难以快速地被媒体和公众

遗忘, 使得高声誉企业在危机后更为持续地被媒

体曝光负面报告, 进而更难以修复和利益相关者

之间的关系(Pfarrer et al., 2008)。 
(2) 高声誉的高知名度将会招致媒体和利益

相关者更严格和密切的关注, 加剧企业危机的负

面影响。媒体倾向于报道高声誉企业的相关事件

(Hoffman & Ocasio, 2001)。这些负面的企业危机

事件往往难以预料并且打破常规, 更容易吸引媒

体的关注(Rhee & Haunschild, 2006)。因此, 在危

机情景下, 关于高知名度的企业的正面信息和负

面信息都很丰富(Wei et al., 2017)。对于危机这样

的负面事件, 大众将会有着探索该事件因果联系

的动机 , 会主动去搜寻和理解相关的信息(Fiske 

& Taylor, 2013)。由于负面偏好(negativity bias), 
个 体 天 生 会 倾 向 于 认 为 负 面 信 息 更 为 重 要

(Kahneman & Tversky, 1979)。因此, 尽管企业相

关的负面信息和正面信息都很丰富, 个体仍然会

更容易被负面信息所影响, 终使得个体对企业

危 机 的 负 面 反 应 更 为 剧 烈 (Wei et al., 2017; 
Zavyalova et al., 2016)。例如, Wei 等人(2017)基于

2008 自 2014 年中国上市公司 126 起危机, 发现高

知名度会引发媒体和大众的关注, 出于负面偏好, 
利益相关者将会更看重负面信息, 进而加剧了个

体的负面反应。 
(3) 危机情景下 , 由于危机破坏了利益相关

者对企业的高期望, 高声誉将会加剧利益相关者

后续的负面反应。这是学者关于高声誉在危机情

景下的负面效应的主要解释机制。一方面, 企业

持续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让利益相关者已

形成相应的期望(Lange et al., 2011)。另一方面, 利
益相关者往往基于企业的历史行为来理解和预测

企业的未来行为, 即对企业未来的行为和动机也

有 着 和 历 史 活 动 一 致 的 期 望 (Mishina et al., 
2012)。然而, 企业危机打破了这些期望。基于期

望违背理论 (Floyd, Ramirez, & Burgoon, 2008), 
消极的期望违背会唤起负面的情绪反应, 并且导

致认知失调。因此, 期望违背使得利益相关者产

生更加剧烈的负面反应 , 给企业带来严重损失 , 
例如市场份额(Rhee & Haunschild, 2006)、企业价

值(Janney & Gove, 2011; Wei et al., 2017)、产品销

量(Topaloglu & Gokalp, 2018)、社会认可(Bundy & 
Pfarrer, 2015)下跌。一些学者则发现, 危机发生后, 
对于高声誉企业, 利益相关者个体会展示更少的

支持行为(Zavyalova et al., 2016), 并认为企业需

要承担更大的因果和道德责任(Lange & Washburn, 
2012)。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消费者群体身上,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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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由于危机违背了消费者的期望, 使得

消费者对企业及其产品的评价(Barlow, Verhaal, & 
Hoskins, 2018; Korkofingas & Ang, 2011; Lee, Lim, 
& Drumwright, 2018; Liao & Cheng, 2013, 2014; 
Roehm & Brady, 2007)、企业的整体态度(Dean, 
2004; Germann, Grewal, Ross, & Srivastava, 2014; 
Sohn & Lariscy, 2015; 王晓玉 , 2011)、满意度

(Brady et al., 2008)、忠诚度 (Helm & Tolsdorf, 
2013)、品牌关系(张梦, 胥兴安, 付晓蓉, 2014)、
对企业门店的访问意愿(Seo & Shawn, 2013)大幅

下降 , 而对企业的报复意愿 (Grégoire & Fisher, 
2008; Grégoire, Tripp, & Legoux, 2009; Riquelme, 
Román, Cuestas, & Iacobucci, 2019)和所感知的企

业在危机中的责任 (Grunwald & Hempelmann, 
2010)则呈增长趋势。 

(4) 危机情景下 , 企业高知名度与其他两个

维度的交互作用。当危机爆发时, 企业声誉作为

一个多维度的构念, 其各个维度还会产生交互作

用, 使得企业声誉在危机情景下的作用呈现出更

复杂的局面。目前实证研究主要表现在知名度将

会减弱另两个维度对于企业的保护作用。一方面, 
高知名度将会使得在危机情景下, 无论是负面还

是正面的企业相关信息都非常丰富 (Wei et al., 
2017)。基于负面偏好(Kahneman & Tversky, 1979), 
个体将会更偏向于选择和吸收负面信息, 因此将

会减弱美誉度、因某些属性而知名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 高知名度带来的大量的新信息 , 使得

个体将会无法基于原先的良好声誉感知去做出判

断(Mishina et al., 2012)。例如, Wei 等(2017)基于

中国 2008-2014年 126 起上市公司的危机事件, 发
现知名度将会减弱美誉度的保护作用, 使得企业

价值将会受到来自危机的更猛烈的冲击。尽管研

究发现知名度将会减弱另外两个维度对企业的保

护作用, 但事实上, 知名度还可能强化另外两个

维度的恶化作用。Brooks 等(2003)的研究为我们

揭示了这种作用存在的可能性, 他们发现知名度

的作用在于放大另外两个维度的作用, 无论是积

极还是消极的影响。所以, 在危机情景下, 知名度

所起到的可能是一种放大的效应, 而知名度与其

他两个维度的交互作用的方向取决于另外两个维

度究竟起到保护还是恶化的作用。 
3.2.2  恶化作用的边界条件 

(1) 利益相关者特征。在危机情景下, 利益相

关者个体的特征将会影响高声誉的作用方向。已

有研究发现, 对于利益相关者个体而言, 组织认

同感的高低决定了高声誉究竟起到正向还是负向

的作用。当个体的组织认同感低时, 个体并没有

将自身的形象与企业相关联, 因此依据新的有关

企业的负面信息来重新构建自己所感知的企业声

誉的认知和情感成本也更低 (Zavyalova et al., 
2016)。这些个体更容易被外界的负面信息影响, 
打破已建立的情感和认知联系, 进而感受到其期

望的违背, 使得高声誉加剧危机的负面影响。相

反地, 当个体的组织认同感高时, 高声誉则会起

到保护企业的作用(Zavyalova et al., 2016)。然而, 
已有研究(Zavyalova et al., 2016)将利益相关者看

作一个整体, 并没有区分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

例如, 对于员工等自身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息息

相关的群体, 他们打破已建立的情感和认知联系

所需要的成本远高于消费者等群体, 组织认同感

的调节作用对这些群体是否仍有一致的效果仍有

待探讨。 
(2) 企业特征。在危机情景下, 企业声誉的特

点和企业在危机前后的应对策略都会影响高声誉

的作用。首先, 从企业声誉本身出发, 研究发现因

某些属性而知名这一维度的属性领域会影响到其

作用发挥。属性领域将会通过影响个体的信息处

理而影响高声誉的作用。Wojciszke (2005)发现 , 
对于道德相关的属性, 相较于正面信息, 个体更

容易识别相关的负面信息, 并依据此做出判断。

而对于能力相关的属性, 情况则恰好相反。因此, 
当企业因为企业社会责任等具有道德色彩的属性

而知名时, 危机发生后, 个体会更容易感受到企

业对期望、规则和法律的违反, 进而识别和加工

企业相关的负面信息 , 使高声誉产生负面影响 ; 
相反, 当企业因为其财务绩效等能力的属性而知

名时, 危机发生后, 个体则更容易去识别企业的

正面信息 , 使得高声誉产生保护企业的作用 
(Sohn & Lariscy, 2015)。 

其次, 企业在危机前后的应对策略对于高声

誉的作用也会产生影响。一方面, 在危机发生前, 
如果高声誉企业采取了可以进一步提高利益相关

者期望的策略, 那么当危机发生后, 利益相关者

的期望违背感更加强烈, 加剧他们的负面反应。

例如, Liao 和 Cheng (2014)的研究发现创新预告这

一策略将会加剧创新失败后高声誉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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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危机爆发之后, 如果企业采取了不妥

当的应对措施, 那么高声誉的负面影响则会进一

步被加剧(Liao & Cheng, 2013)。例如, Bundy 和

Pfarrer (2015)发现由于利益相关者总是试图为高

声誉企业脱罪 , 因此当高声誉企业承认自己需

要承担危机责任的时候 , 这个不符合利益相关

者预期的结果会带来个体的认知失调。这样的认

知失调会带来背叛的感觉 , 加剧个体对企业危

机违背自身期望的感知, 终恶化利益相关者的

负面反应。 
(3) 市场特征。市场是否存在可以提供替代

产品的竞争者这一因素会影响高声誉的恶化作用

是否产生。Rhee 和 Haunschild (2006)认为, 在危

机情景下 , 当媒体大肆报道企业的负面信息时 , 
如果市场中没有可以提供替代产品的竞争者, 尽
管利益相关者接收到了这些负面信息, 但是由于

拒绝涉事企业的产品所带来的成本很高, 这些利

益相关者也不一定会抵制企业。 
(4) 危机特征。已有研究发现, 危机的严重程

度、类型以及产生原因均会影响高声誉的作用。

首先, 危机事件的严重程度会对高声誉的作用产

生影响。一方面, 危机严重程度越高, 利益相关者

的期望违背感将会越强, 导致利益相关者个体对

企业做出更负面的反应(Germann et al., 2014)。另

一方面, 危机事件的严重程度会影响到利益相关

者个体所采用的信息加工方式, 进而影响到高声

誉的作用方向。例如, 王晓玉(2011)的研究发现, 
当危机严重性高时, 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感知会更

高 , 此时将会走中心加工路线对信息进行加工 , 
即更关注危机这个中心事件的相关信息, 使得利

益相关者期望违背感知更严重, 加剧个体的负面

反应。然而, 当危机严重性低时, 由于利益相关者

的风险感知较低, 他们将会走外围加工路线加工

信息 , 即更加关注诸如高声誉这样的外围线索 , 
而非危机本身的线索, 进而导致美誉度可以产生

正向的影响。 
其次, 危机事件的类型也会影响高声誉的作

用。因某些属性而知名强调了企业在某一属性领

域上成功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 因此这个属性

是企业声誉的核心。危机事件是否直接违反了企

业声誉的核心属性, 决定了高声誉是否成为企业

的负担。如果该事件直接违背了企业过去的历史

行为, 企业则很大可能会被利益相关者视为虚伪, 

进而加剧利益相关者危机后的负面反应(Lee et al., 
2018)。例如, Janney 和 Gove (2011)发现如果企业

因为企业治理而知名的话, 股票期权回溯丑闻会

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打击。类似地 , Topaloglu 和

Gokalp (2018)的研究发现, 相较于因其产品社会

价值(如奢侈品)而知名的企业, 因其产品功能性

而知名的企业在产品召回后会受到利益相关者更

负面的反应。这一现象的原因, 则是因为产品召

回违背了消费者对产品功能的期望, 直接危害到

了声誉 核心的属性, 即产品功能性, 加剧了利

益相关者的期望违背。 
后, 危机事件的产生原因将会影响高声誉

的作用。基于归因理论, 研究已发现, 如果危机是

由于企业内因所致(Liao & Cheng, 2013; Wei et al., 
2017), 或是重复稳定发生的(Liao & Cheng, 2013), 
利益相关者所感受到的期望违背感越强, 进而加

强高声誉的恶化作用。 
(5) 多个特征的交互影响。危机发生后, 这些

特征还会对高声誉的作用产生交互影响。首先 , 
不同的个人特征之间会产生交互作用。Roehm 和

Brady (2007)认为, 危机发生后, 个体评价企业的

时间点和评价时注意力集中程度会对高声誉的作

用产生交互影响。他们发现, 当个体立即对企业

进行评价时, 由于个体还不能完全消化危机的相

关信息, 不能将注意力专注到对企业的重新评价

上, 这时候高声誉将会起到保护企业的作用, 使
得个体对高声誉企业评价下降更弱; 然而, 当个

体推迟一段时间后再评价, 由于个体能够充分地

消化相关信息, 并且能专注集中到对企业的重新

评价上, 这时候高声誉则会起到拖累企业的作用, 
使得个体对高声誉企业评价下降更强。 

其次, 事件特征和企业特征之间也会产生交

互作用。Liao 和 Cheng (2013)对危机产生原因和

危机应对策略的交互作用进行了探讨。他们发现, 
当危机是源于企业内因时, 利益相关者更不容易

为企业的危机应对策略所满足, 这迫使本就需要

用更有效的应对策略的高声誉企业, 需要采用更

高水平的应对策略才能达到和低声誉企业的同等

作用。因此, 当危机为内因时, 如果企业错误地采

用了低水平的危机应对策略时, 高声誉的负面影

响将会被进一步加剧。我们结合前文的论述, 提
出以下的整合模型(见图 2)： 

我们整合以往研究, 认为危机发生之后,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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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危机情景下企业声誉的恶化作用 

 
会为企业带来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包含了直

接对企业的影响, 即使得企业承担更多的因果和

道德责任, 企业价值、产品销量、企业评价和市

场份额的下跌、更难以修复和利益相关者的合作

关系; 同时也包含了导致企业利益相关者针对企

业的负面态度和行为, 即支持行为、访问意愿的

减少, 评价和态度的降低(包含信任、满意度、忠

诚、承诺等)、报复意愿的增加。这一作用将会受

到企业声誉通过认知机制所导致的恶化。企业声

誉的调节作用也将会受到利益相关者特征、企业

特征和市场特征的进一步调节。 

4  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梳理了企业声誉的概念, 从其微观基础

上分析了高声誉的负面影响的来源。其次, 结合

已有研究, 在常规情景和危机情景下, 我们分别

梳理了高声誉的负面效应的作用机制, 以及相应

的边界条件。我们结合以往研究, 分别提出了在

两个不同情景之下的高声誉负面效应的模型图。

这两个模型的本质区别在于危机的发生与否, 也
就是说, 危机的本身就是高声誉负面作用的一个

严格的边界条件。综上所述, 企业声誉的负面影

响根源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 高声誉企业处于

媒体和大众的密切关注之下, 使得企业无论何种

行为都受到严格的审视。一方面, 高声誉作为企

业的认知代表, 在企业和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和

判断的时候都会产生影响。对于企业而言, 高声

誉企业在做出决策时往往基于过往的成功历史行

为, 这会使其在决策时产生偏差。同时, 由于高声

誉给企业带来了诸多好处, 企业总有想要维持高

声誉的欲望, 这也导致其认知的偏差。对于利益

相关者而言, 个体总是希望企业的未来行为与期

望一致。 
综合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高声誉的负面效应

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崭新研究领域, 未来还有诸多

可以发展的方向： 
第一, 研究基于企业声誉的美誉度的独特作

用。总结而言, 目前的研究仅是研究高声誉企业

带来的认知突显性和高期望, 往往忽略了美誉度

所包含的来自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带有情感色彩的

整体评价。这主要就是因为已往研究将美誉度这

一维度进行简化, 仅关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保持

行为一致性的期望。我们预测美誉度的情感特征

将会有着其独特的情绪机制。例如, 在危机情景

下, 企业危机不仅只是违反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

的高期望, 同时会给利益相关者个体带来愤怒的

情绪(Antonetti & Maklan, 2016a)。基于评价倾向

框架 (Appraisal-tendency Framework, ATF)理论 , 
愤怒的个体会认为事件当事人需要承担产生事件

的责任(杨昭宁, 顾子贝, 王杜娟, 谭旭运, 王晓

明, 2017)。而高声誉企业违反其原先美好形象的

危机可能会加剧个体的愤怒情绪, 进而导致个体

会认为企业需要接受更严重的惩罚。未来的研究

应该基于高声誉的情感方面, 探索该维度产生负

面影响的独特机制。 
第二, 进一步探索常规情景下的认知机制和

情绪机制。通过总结已有文献, 我们发现目前学

者认为认知机制直接对企业本身产生负面影响 , 
而情绪机制则通过影响员工个体进而影响企业 , 
即这两个机制作用在不同层次。然而, 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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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还存在着直接作用于企业的情绪机制, 以及

直接作用于员工个体的认知机制。例如, 企业高

管可能会基于美誉度产生乐观情绪, 而在决策时

忽略不利信息, 夸大有利信息, 导致决策质量下

降(e.g., 肖慧琳, 李卫锋, 2014)。而为了维持利益

相关者对高声誉企业的高期望, 员工可能会采取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比如会计人员通过财务造假

来维持企业增长的财务绩效。而且, 员工因维持

高声誉所带来的焦虑等情绪还有可能会加剧认知

机制的作用。因此, 在常规情景下, 关于高声誉负

面影响的作用机制, 和不同机制之间的联系都还

有很多创新之处。 
第三, 研究危机情景下, 高声誉的因某些属

性而知名这一维度的特殊性。通过对概念和理论

的辨析, 我们发现, 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对于同

一企业的声誉感知有着差异, 这不同的感知取决

于企业因某些属性而知名的属性领域。例如, 当
消费者因沃尔玛的物美价廉而对其有着良好的声

誉感知的同时, 当地的工会和劳工组织成员却会

因为沃尔玛对员工的苛刻待遇以及拉低区域工资

水平而对该公司有着截然不同的声誉感知(Lange 
& Washburn, 2012)。可以预见, 在危机情景下, 两
个群体差异化的声誉感知会导致差异化的后续反

应。Lamin 和 Zaheer (2012)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

这种差异性的可能性, 他们发现面对企业保护自

身合法性的策略, 投资者和公众有着截然不同的

反应。此外, 从认知学的角度而言, 他人的意见具

有加强或是修改个体判断的作用(Haidt, 2001)。因

此, 这些不同群体基于不同声誉感知的差异化认

知, 是否会产生相互的影响呢？这些影响可能还

会受到群体相似性 (e.g., Antonetti & Maklan, 
2016b)等属性的作用。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待进

一步的探索。 
第四, 研究高声誉不同维度的交互作用。目

前研究已经开始探索知名度和另外两个维度的交

互作用, 但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仅有 Wei 等

(2017)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值得进一

步的挖掘 , 因为以往学者处理高声誉的作用时 , 
往往认为其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是非此即彼的。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无论是在常规情景下还是在

危机情景下, 高声誉可能同时存在着正面作用和

负面作用。例如, Wei 等(2017)发现高声誉一方面

会因为利益相关者认知上的突显性而给企业招致

严格的审查 , 一方面高声誉作为企业的“善意蓄

水池”会使企业获得来自利益相关者疑罪从无的

优待, 换言之, 他们探讨了同时存在的正负面作

用。之后的研究可以对这方面进一步地探索, 而
解决这一难题的路径之一就是高声誉不同维度的

交互作用。 
第五, 探究高声誉负面效应的边界条件。高

声誉究竟是企业的保护伞还是企业的累赘品？目

前学界矛盾的研究发现揭示了高声誉的负面效应

是展现在严格的边界条件之下的。然而, 经过梳

理, 我们发现目前有关高声誉作用的边界条件的

研究还并不够。尤其在常规情景下 , 目前仅有

Tetrault Sirsly 和 Lvina (2019)以及 Petkova 等(2014)
发现行业整体的声誉、投资领域的合法性会调节

高声誉的负面效应。事实上, 企业的特点、决策

目标的特点、员工的特点等都有可能是高声誉负

面效应的边界条件。例如, 企业 CEO 的成功历史

是否会更容易让企业基于自负而采取容易失败的

风险行为？投资对象的知名度是否会使得这项投

资更吸引关注, 以维持企业的高声誉, 进而推动

企业更容易对该投资对象进行投资？对企业持有

更高组织认同感的员工是否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到

工作上以维持企业的高声誉, 进而导致这些员工

更容易感受到情绪耗竭？类似地, 在危机情景下, 
媒体的框架效应是如何影响到利益相关者对企业

的态度呢？总而言之, 高声誉负面效应的边界条

件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值得学者们进行下一步

的挖掘。 
第六, 探索危机情景下, 高声誉负面效应的

动态变化。首先, 对于单个企业而言, 目前已有研

究探索性地发现高声誉的负面影响将会持续一段

时间, 而并非是快速消失的(Sohn & Lariscy, 2015; 
Wei et al., 2017)。这种持久作用的机制是什么？

这种持久的负面影响是怎么随着时间进行变化

的？其次, 是否高声誉的企业个体的危机会更容

易影响到整个行业？这种影响是怎么展开的？例

如, 三鹿这个行业巨头的“毒奶粉”事件直接影响

到整个行业的声誉。利益相关者是否有着以下的

怀疑：行业巨头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行业内的其

他企业还会干净吗？关于高声誉负面影响的动态

变化目前只有一些探索性的发现, 并没有理论和

实证研究去探讨这个作用, 这也成为了未来可以

发展的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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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进一步拓展高声誉对企业员工的负面

影响。以往的研究对高声誉的负面影响主要局限 
于对企业的影响, 仅有 Baer 等(2018)开拓性地基

于资源保存理论去探讨高声誉对员工的负面影

响。后续研究不仅可以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进一步

地深入挖掘, 还可以探索其他作用机制, 例如维

持高声誉直接给员工所带来的焦虑等情绪机制。

此外, 员工有别于目前研究所聚焦的消费者 , 因
为他们的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息息相关。已有研

究的结论是否能推及到这些群体身上, 仍有待研

究。不仅是其作用机制, 其相应的边界条件也是

一个突破点。例如, 企业内部的规则和文化氛围

是否会加强负面作用？其次, 在研究高声誉对员

工的影响时, 学者可以去探究不同层次的企业声

誉感知的交互作用。例如, 当管理者基于高期望

而感受到巨大压力, 是否这种压力会从他的管理

活动中下传到员工的层面？总之, 高声誉对员工

的负面影响是个几乎崭新的领域, 有待学者做出

理论贡献。 
第八, 采用元分析系统分析企业高声誉的负

面效应。关于企业高声誉的负面效应, 目前的研

究还尚未得到一个完全一致的结果。采用元分析

的方法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对企业高声誉和某些

因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得到更准确的估计(魏江, 
赵立龙, 冯军政, 2012)。同时, 元分析还可以告诉

我们不同研究中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差异在多大

程度上受到样本误差、测量误差等常见误差的影

响, 并在此基础上帮我们判定是否还存在调节企

业高声誉和这些因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其他变量

(姜铠丰, 胡佳, 2018)。考虑到目前文献中企业高

声誉的测量方法的差异、样本选择的差异等情况, 
待相关研究更加丰富时, 未来研究可以展开一项

高质量的元分析对企业高声誉的负面效应进行更

精准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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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orporations’ high reputation 

SUN Tuwei; LUO Nanfeng; SHI Wei; LI Hongyang 
(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 high level of corporate reputation is usually viewed as an intangible asset of the firm, which 
results in consider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However, the existing research has also revealed that, 
possessing a high reputation can burden firms and individuals both under normal operation and crisis 
situation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a high reputation originate from its micro-foundations, which are the 
stakeholders’ cognitions and emotions. Under normal operation situation, a high reputation has negative 
influences on firms via cognitive mechanisms and on employees via emotional mechanisms; while in crisis 
situation, it impacts firms through cognitive mechanisms. In additi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a high 
reputation have multi-level moderators, including individual-, firm-, and market-level factors. Moreover, the 
correspondingly boundary conditions under the normal and crisis situations are different. Future research 
can focus on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delve into the unique mechanisms and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a high reputation in terms of negative effects, while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multiple dimensions. Researchers can also further study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on employees, expand upon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a high reputation, 
and consider a meta-analysis. 
Key words: corporate reputation; negative effects; micro-foundations; underlying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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